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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阐明不同修复材料作用下退化高寒草地土壤理化性质及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规律，以不添加任何材料的

退化高寒草地为对照（CK），设置氮肥（22 g·m-2）、生物炭（4 kg·m-2）和微生物菌剂（250 mL·m-2）共 3 个修复材料

处理，探究修复材料对退化高寒草地土壤理化性质及微生物群落的影响。结果表明：修复材料对地上植被生物量有

显著促进作用（P<0. 05），其中生物炭和微生物菌剂的促进效果较好，总生物量较 CK 分别提高了 151. 06% 和

149. 11%。与 CK 相比，修复材料作用下土壤含水量显著提高（P<0. 05），电导率显著下降（P<0. 05），土壤养分

（碳、氮、磷）含量显著增加（P<0. 05），其中土壤有机碳、全氮和有效磷含量在生物炭处理下达到最大。此外，修复

材料的施用还引起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在生物炭和微生物菌剂的作用下，土壤微生物总量、真菌

和细菌含量显著增加（P<0. 05），并有效提高了外生菌根真菌、甲烷氧化细菌和腐生真菌的相对含量。方差分解的

结果显示，土壤 pH、全氮、有机碳及有效磷是影响耕层（0~20 cm）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与其他材

料不同，生物炭显著促进了微生物与大多数土壤环境因子的互作关系，使土壤环境与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显现出

良好的协同性。综上所述，3 种修复材料均能改善退化高寒草地的土壤状况，但生物炭对培肥土壤及改善微生物群

落结构作用突出，综合修复效果更为显著，在退化高寒草地的修复中具有更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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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restoration materials on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in degraded alpine grassland.  Three restoration 
materials were tested： nitrogen fertilizer （22 g·m-2）， biochar （4 kg·m-2）， and a microbial inoculant （250 mL·
m-2）.  Degraded alpine grassland without any added materials served as the control （CK）.  The effects of these 
restoration materials on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degraded alpine grassland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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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restoration materials 
（P<0. 05）， among which biochar and the microbial inoculant had better promoting effects， increasing the total 
biomass by 151. 06% and 149. 11%，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at in CK.  The soil water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 05）， and the soil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 05） in all 
the restoration treatments， compared with their respective values in CK.  All the restoration materia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 05） the contents of soil nutrients （carb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with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s of total organic carbon， total nitrogen， and available phosphorus in the biochar treatment.  The 
addition of restoration materials also affected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In particular， the biochar and 
microbial inoculant treatments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increases （P<0. 05） in microbial biomass， bacterial biomass， 
and fungal biomass， and in the relative contents of ectomycorrhizal fungi，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and saprotrophic 
fungi.  The results of variation partitioning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soil pH， total nitrogen， total organic carbon， and 
available phosphorus were the main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ffecting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opsoil 
（0-20 cm）.  Unlike other materials， biochar promote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microorganisms， resulting 
in good synergy between changes in the soil environment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In summary， although 
all three restoration materials improved the soil condition in degraded alpine grassland， biochar showed the best 
effects to fertilize soil and improve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Thus， biochar has greater potential for use in the 
restoration of degraded alpine grassland.
Key words： restoration materials； alpine grassland；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microbial communities； 
degraded grassland restoration

高寒草地是青藏高原比较典型的山地垂直地带性和高原地带性草地类型，是在长期较低温度环境下适应高

原隆起而形成的一种特殊产物，其作为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主体，约占青藏高原可使用草地面积的 35%［1-2］。高

寒草地具有生产、生活和生态等服务功能，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及高原畜牧业的物质基础［3］，同时也是对人类

扰动和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之一［4］。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的不合理开发利用，高寒草地的生态问题愈加

突出。高寒草地退化不仅严重影响牧民的生活、生产及畜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而且也造成该区域水土流失加

剧，物种多样性下降，沙化面积不断扩大［5-6］。

土壤具有复杂的结构，是植物生长的物质基础。草地退化导致了土壤退化，而土壤退化又会加剧草地退化问

题。以往关于高寒草地退化的研究发现，在草地退化过程中，土壤容重增大，紧实度降低，砂粒含量增加，黏粉粒

含量减少［7］。此外，土壤有机碳对退化的敏感性较高［8］，并且在草地退化过程中土壤有机碳含量显著降低［9］。氮

是植物生长发育必需的营养元素之一，随着高寒草地退化加剧，土壤全氮含量出现明显下降［10］。土壤微生物是土

壤中生态功能的媒介，其作为草地地下生态系统最大的资源库，推动着整个环境中物质的循环转化和能量的流动

转移［11-12］。微生物对生存的微环境极其敏感，可对土壤环境胁迫和生态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因此，土壤微生物群

落结构的变化可作为衡量草地生态环境功能的指标［13］。研究发现，随着草地退化的加重，土壤微生物的数量不仅

大幅减少，其群落结构也产生显著变化［14］，最终导致土壤微生物活性显著降低［15］。由此可见，草地退化的核心是

土壤退化，而土壤退化的主要表现为土壤养分的减少以及土壤微生物的变化。

在农业生产中，氮肥和生物炭已被广泛用于退化土壤的修复。施用氮肥是补充土壤氮最直接、最快速的方

法［16］，而生物炭的应用不仅能大量补充土壤有机碳库［17］，其所具有的比表面积大、表面官能团丰富、吸附能力强等

特性还有助于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团聚体稳定性，从而减少土壤养分的流失［18-19］。针对土壤微生物退化的现

象，微生物菌剂特别是有效微生物菌剂得到了广泛应用。有效微生物菌剂是一种通过自然发酵产生、包含多种微

生物（如光合细菌、乳酸菌、酵母菌等）的多功能复合菌剂［20］。施用微生物菌剂后，有益菌群在土壤中大量繁殖，形

成优势菌群，有效提高土壤微生物和酶的活性［21］。这种增强的活性有助于土壤中有机质和难溶磷酸盐的分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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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增加土壤养分含量和促进植被生长发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

目前，氮肥已在退化草地的修复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但生物炭和微生物菌剂的研究多集中在大田和温室试

验，关于不同修复材料影响下退化草地土壤理化性质、微生物群落结构等因子定量变化规律的研究相对匮乏。不

同于物种相对单一的农业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即使在退化状态下也具有更高的物种多样性。这种差异可能

会使得退化高寒草地在不同修复材料干预下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的活动不同于农业系统。因此，本研究以退

化高寒草地为对象，选用氮肥、生物炭和微生物菌剂 3 种修复材料，探究土壤理化性质及微生物群落结构对不同

修复材料的响应机制，以期为高寒草地修复材料的深入研究及推广应用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青海省贵南县东北部的高寒草地（36°35′N，101°42′E，海拔 3220 m），如图 1 所示。试验地属典型

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全年冷季长暖季短，年平均气温 2. 3 ℃，霜期长，年平均无霜期只有 63 d；太阳辐射强，蒸发量

大，年均日照时数和蒸发量分别为 2738 h 和 1378. 5 mm；降水少且集中出现在夏季，年均降水量 403. 8 mm，其中

5-9 月降水量为 350. 3 mm，占全年降水量的 87%。试验草地主要优势种包括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高山

嵩草（Kobresia pygmaea）、贫花鹅观草（Roegneria pauciflora）、紫羊茅（Festuca rubra）、苔草（Carex spp.）、黄帚橐

吾（Ligularia virgaurea）、多年生早熟禾（Poa perennis）、洽草（Koeleria cristata）、无芒羊茅（Festuca mutica）等。试

验地初始覆盖度为 40%~60%，植物物种数为 10~15 种，根据国家标准《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的分级指

标》（GB19377-2003）［22］，判定其属于中重度退化的高寒草地。

1. 2　样地设置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共设 4 个处理，3 次重复，每个小区面积为 4 m2（2 m×2 m）。以不做任何处理的

试验小区为对照（CK），设置施用量分别为生物炭 4 kg·m-2（C）、微生物菌剂 250 mL·m-2（M）和氮肥 22 g·m-2（N）

3 个处理组。其中，生物炭原料是利用农业废弃物玉米（Zea mays）秸秆在 550 ℃热裂解制成；选用的微生物菌剂

主要包括光合细菌、乳酸菌和酵母菌等细菌，含有效活菌数≥10×108 cfu·mL-1，并且施用前按菌水比 1∶4 进行稀

释；施用的氮肥为尿素，其施用量根据施瑶等［23］的研究确定。施用修复材料时，为了减少对草地的破坏和加快修

复材料向土壤中的运移，采用穴施和表施相结合的方法。穴施是在每个处理小区用直径为 3. 5 cm 的土钻打出深

为 20 cm 的钻孔，每个处理小区打孔 16 个（每孔间隔 50 cm）。将微生物菌剂和氮肥总用量的 1/2 均匀地添加到每

个小孔中，另 1/2 均匀地撒施在草地表面。生物炭则是先将所有小孔填满，剩余的均匀撒在草地表面。所有材料

图 1　研究区地图

Fig.  1　Map of the study area
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GS（2019）3266 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Based on the standard map of GS （2019） 3266 of the standard 
map service network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boundary of the base map is not mod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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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施后，用适量原土薄薄地覆盖草地表面并轻踩防止修复材料被风吹失。整个试验样地在试验期间用围栏围封

免于放牧干扰。小区的布置以及相关修复材料的添加均在 2017 年 5 月进行。

1. 3　样品采集与测定

于 2017-2019 年连续 3 年，在每年的 7 月中旬（植物生长旺盛期）对试验地样品进行采集。首先在每个小区

中随机选取 3 个 0. 25 m×0. 25 m 的样方，将齐地面刈割获得的样方内的植株放入牛皮纸袋，带回实验室后用烘

箱在 65 ℃下烘干至恒重并称重，统计样方中植物的地上生物量。然后，在每个处理小区内，随机选取 3 个点进行

土壤取样。在每个取样点，用直径为 3. 5 cm 的土钻按 0~10 cm 和 10~20 cm 分层取土。取出的同层土样，迅速混

合均匀，分成 3 份：1 份放入铝盒盖封好后采用烘干法［24］测定土壤含水量，1 份放入牛皮纸袋用于土壤其他理化指

标的测定，1 份装入自封袋放入 0 ℃的储存箱迅速送回实验室，放进-20 ℃的冰箱保存，用于土壤磷脂脂肪酸

（phospholipid fatty acids，PLFA）的测定。

1. 3. 1　土壤理化指标测定　  采用电位法（土水比为 1∶2. 5）、台式酸度计（SevenCompact S220，Mettler Toledo，
瑞士）测定土壤 pH，使用电导率仪（SevenDirect SD30，Mettler Toledo，瑞士）、土水比为 1∶5 测定电导率，使用元

素分析仪（Flash 2000，Thermo Fisher Scientific，意大利）测定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采用氯化钾浸提、流动分析

仪（FIACompact， MLE，德国）测定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采用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有效磷含量［24］。

1. 3. 2　土壤微生物测定　  采用 PLFA 分析法测定土壤微生物的质量和群落结构  ［25］。根据土壤含水量称取相

当于 8 g 干土的鲜土置于 50 mL 离心管中，加入氯仿、甲醇和缓冲液的混合溶液 23 mL（体积比为 1∶2∶0. 8），振荡

2 h 后，离心收集上层溶液，将提取物转移到硅胶固相萃取柱中，用氯仿（5 mL）、丙酮（10 mL）的顺序洗脱去除提

取液中的中性脂质和糖脂。然后用 5 mL 甲醇洗脱收集磷脂并在氮吹仪（BYDCY-12A，上海）中用氮气（纯度>
99. 00%）吹干。随后，用甲醇、甲苯混合溶液和氢氧化钾、甲醇混合溶液对磷脂进行甲基化。甲基化后的脂肪酸

甲酯用正己烷提取并用氮气吹干。以 19∶0 甲酯作为内标物，在气相色谱仪（Agilent 6890 Series， Agilent 
Technologies，美国）上采用 MIDI Sherlock 微生物鉴定系统进行分析，测定 PLFA 各组分的含量。微生物总量、细

菌生物量和真菌生物量的 PLFA 标志物表征和估算参照文献［25-27］完成。对于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

放线菌、丛枝菌根真菌、外生菌根真菌、腐生真菌、厌氧细菌和甲烷氧化细菌的 PLFA 标志物表征详见文献

［28-29］。

1. 4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26. 0 对数据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multi-way ANOVA），探讨修复材料类型、施用年限、土层深度

及其相互作用对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的影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和 Tukey’s post hoc检
验，分析不同修复材料间植物地上生物量、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的差异。在 R 4. 0. 2 软件中，使用 vegan 包对土

壤微生物群落结构进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利用曼特尔检验（Mantel test）、普鲁克

分析（Procrustes analysis）和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解析不同微生物群落与土壤环境因子之间的关

系，并使用 rdacca. hp 包［30］进行方差分解分析（variation partitioning analysis， VPA），量化各环境因子对微生物群

落结构变化的贡献。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修复材料作用下退化高寒草地地上生物量

的变化

修复材料的添加对退化高寒草地地上生物量有

显著的影响（P<0. 001），而施用年限、材料×年限均

未对地上生物量产生显著影响（表 1）。与 CK 相比，修

复材料的施用显著促进了地上植被生物量的增加

（P<0. 05），其中，C 处理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地上生

物量提高了 65. 81%~151. 06%；M 处理次之，地上生

表 1　不同修复材料类型、施用年限及其相互作用对退化高寒

草地地上生物量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restoration material type， application 
year， and their interactions on aboveground biomass of 
degraded alpine grassland

固定效应 Fixed effect

材料 Material

年限 Year

材料×年限 Material×year

地上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

38. 31***

2. 83

1. 02

*： P<0. 05； **： P<0. 01； ***： P<0. 001； 表中数值为 F 值， 下同

The values in the Table are the F-values，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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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提高了 81. 02%~149. 11%；N 处理促进效果最

小，地上生物量提高了 31. 54%~85. 00%（图 2）。在

各修复材料处理中，地上植被生物量随着施用年限的

增加呈上升趋势，最大值均出现在试验的第 3 年，分别

为：179. 03（C 处理），131. 92（N 处理），177. 63 g·m-2

（M 处理）。

2. 2　不同修复材料作用下退化高寒草地土壤理化性

质的变化

修复材料类型、施用年限对退化高寒草地土壤理

化指标具有显著影响（P<0. 001）。土层深度除对电

导率影响未达显著水平外，对其余各项土壤理化指标

也均具有显著影响（表 2）。各因素相互作用中，只有

材料×年限对土壤理化性质各项指标均有显著影响。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与 CK 相比，修复材料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pH（表 3），尤其随着施用年限的增加，C 和 M 处理作用下 0~10 cm 土壤 pH 显著高于 CK
（P<0. 05），而 N 处理对 10~20 cm 土壤 pH 有显著提升作用（P<0. 05）。M 处理在施用的第 1 和第 2 年可显著降

低 0~20 cm 土壤电导率（P<0. 05），但在施用的第 3 年与 CK 相比差异不显著；在 N 处理的第 2 和第 3 年，土壤电

导率出现明显下降，并在第 3 年达到最小值。在 0~20 cm 土层中，修复材料处理显著增加了土壤含水量，特别是

C 处理在施用后的第 2 和第 3 年均显著高于 CK（P<0. 05）。

不同修复材料作用下土壤养分含量差异显著（表 4）。与 CK 相比，C 和 M 处理显著增加了土壤有机碳含量

（P<0. 05），其中 C 处理对提高有机碳含量作用最为明显；N 处理对有机碳含量影响不大，仅在施用的第 3 年对

10~20 cm 土层有机碳含量有显著提升作用（P<0. 05），其余各处理与 CK 相比无显著差异。土壤全氮含量对施

用不同修复材料的响应差异较大，C 处理下土壤全氮含量最高，与 CK 相比差异显著（P<0. 05）；M 处理在施用的

第 1 年对全氮含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P<0. 05），而 N 处理则主要在第 3 年对土壤全氮产生积极作用（P<0. 05）。

从施用的第 2 年开始，C 和 N 处理下土壤铵态氮含量均显著高于 CK（P<0. 05）；而 M 处理则主要在施用的第 1 年

对铵态氮含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P<0. 05）。各修复材料对土壤硝态氮含量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对 0~10 
cm 表层区域而言，修复材料在施用的第 3 年效果最佳，各处理硝态氮含量均显著高于 CK（P<0. 05）；而在 10~20 

图 2　不同修复材料对地上生物量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different restoration materials on 
aboveground biomass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年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下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the same year （P<0.05）， the same below.

表 2　不同修复材料类型、施用年限、土层深度及其相互作用对退化高寒草地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restoration material type， application year， soil layer， and their interactions on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degraded alpine grassland

固定效应

Fixed effect

材料 Material （M）

年限 Year （Y）

土层 Soil layer （S）

材料×年限 M×Y

材料×土层 M×S

年限×土层 Y×S

材料×年限×土层 M×Y×S

pH

24. 61***

75. 19***

9. 49**

5. 50***

1. 32

0. 62

1. 66

电导率

Electric
conductivity

91. 98***

112. 45***

3. 74

71. 33***

0. 77

1. 17

0. 65

含水量

Soil water
content

38. 00***

43. 04***

59. 89***

12. 81***

3. 45*

3. 04

2. 36*

有机碳

Total organic 
carbon

117. 10***

9. 81***

247. 13***

3. 79**

32. 44***

15. 89***

2. 00

全氮

Total
nitrogen

17. 61***

27. 82***

39. 67***

3. 37**

0. 80

0. 23

0. 67

铵态氮

Ammonium
nitrogen

105. 00***

244. 64***

334. 25***

54. 64***

22. 43***

68. 27***

5. 68***

硝态氮

Nitrate
nitrogen

41. 02***

50. 64***

38. 14***

15. 33***

11. 42***

18. 73***

16. 11***

碳氮比

C/N

18. 12***

14. 51***

7. 44**

3. 43**

6. 20**

4. 64*

0. 57

有效磷

Available
phosphorus

37. 54***

12. 80***

74. 18***

3. 05*

3. 55*

1. 66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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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深层土区，各修复材料在施用的第 2 年，其硝态氮含量均显著高于 CK（P<0. 05），第 3 年时与 CK 相比均无显

著差异。修复材料对土壤碳氮比的影响相对较小，仅在 0~10 cm 土层中，C 处理显著增加了碳氮比（P<0. 05），

而 N 处理在施用的后两年碳氮比显著降低（P<0. 05）。与 CK 相比，不同修复材料处理下土壤有效磷含量显著增

加（P<0. 05），其中 C 处理下有效磷含量最高，M 处理次之。

2. 3　不同修复材料作用下退化高寒草地土壤微生物的变化

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 5）表明，修复材料类型、土层深度对土壤微生物指标具有显著的影响。施用年限除

对真菌生物量影响未达显著水平外，对其余各项土壤微生物指标也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各因素相互作用中，只有

材料×年限对土壤微生物各项指标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各因素及互作效应对微生物生物量均有显著影响。

与 CK 相比，修复材料的应用使得 0~10 cm 土层的微生物总量整体呈增加的趋势（图 3A）。其中，不同年份 C
处理的土壤微生物总量均显著高于 CK（P<0. 05），N 处理在施用的后两年对土壤微生物总量也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P<0. 05）。而在 10~20 cm 深层土区，修复材料对土壤微生物总量的促进作用有限（图 3B）。在施用的前两

年，各修复材料对深层土壤微生物总量无显著影响，但随着处理年限的增加，C 和 M 处理的土壤微生物总量显著

高于 CK（P<0. 05）。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土壤区域微生物总量最大值均出现在第 3 年的 M 处理中，分别为

14. 79 （0~10 cm）和 12. 28 μg·g-1（10~20 cm）。与 CK 相比，施用修复材料显著增加了表层土壤（0~10 cm）的细

菌含量（P<0. 05），且随着施用年限的增加细菌含量呈上升趋势（图 3C）。在深层土壤（10~20 cm）中，M 处理比

C 和 N 处理对土壤细菌的促进作用更强，在施用的 3 年间其细菌含量均显著高于 CK（P<0. 05，图 3D）。在添加

表 3　不同修复材料对土壤 pH、电导率和含水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restoration materials on soil pH， electric conductivity， and soil water content

参数

Parameter

pH

电导率

Electric 
conductivity 
（μs·cm-1）

含水量

Soil 
water 
content 
（%）

土层

Soil layer （cm）

0~10

10~20

0~10

10~20

0~10

10~20

年限

Year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处理 Treatment

CK

7. 12±0. 05ab

7. 55±0. 03b

7. 28±0. 22b

7. 24±0. 11a

7. 48±0. 09b

7. 49±0. 05b

362. 76±46. 31b

574. 09±28. 54a

209. 80±21. 20a

324. 91±11. 21b

605. 27±99. 51a

197. 53±14. 41a

24. 52±0. 93a

18. 82±0. 38c

16. 46±1. 01b

21. 14±0. 71a

19. 85±0. 51b

16. 08±0. 81b

C

7. 36±0. 12a

8. 22±0. 22a

7. 78±0. 05a

7. 31±0. 08a

8. 44±0. 08a

7. 81±0. 11b

502. 00±20. 85a

302. 58±31. 56b

220. 73±26. 97a

419. 00±16. 06a

282. 62±15. 51b

198. 33±23. 10a

24. 35±0. 83a

30. 69±1. 81a

27. 01±2. 66a

21. 89±0. 83a

27. 31±0. 75a

20. 55±0. 99a

N

7. 31±0. 08a

8. 00±0. 49b

7. 66±0. 06ab

7. 35±0. 17a

8. 25±0. 23a

8. 00±0. 21a

430. 00±18. 38ab

210. 75±25. 26c

129. 79±41. 39a

423. 00±21. 95a

107. 65±7. 77c

97. 65±8. 52b

24. 85±0. 91a

30. 87±2. 67a

23. 54±0. 52a

22. 68±1. 91a

25. 85±1. 21a

19. 01±1. 74ab

M

6. 99±0. 08b

7. 63±0. 09b

7. 77±0. 13a

7. 28±0. 12a

7. 65±0. 07b

7. 78±0. 01b

163. 87±27. 02c

186. 53±16. 66c

208. 83±32. 09a

161. 80±28. 45c

202. 87±26. 05c

171. 83±25. 92ab

26. 97±1. 90a

24. 86±2. 41b

24. 18±0. 77a

25. 71±1. 87a

21. 43±1. 65b

16. 86±0. 94b

注： 表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误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年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P<0. 05）。下同。

Note： The values in the Table are means±standard error （SE）， the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the 
same year （P<0. 05）.  The same below.

137



Vol. 34，No. 8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2025）

不同修复材料后，表层土壤（0~10 cm）中的真菌含量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图 3E）。整体而言，修复材料的施用对

土壤真菌含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 M 处理在各年份均显著提高了真菌含量（P<0. 05）。而对 10~20 cm

深层土区，仅 M 处理在施用的第 3 年显著增加了真菌含量（P<0. 05），其他修复材料处理中的真菌含量与 CK 相

比无显著变化（图 3F）。

表 4　不同修复材料对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restoration materials on soil nutrient content

参数

Parameter

有机碳

Total organic
carbon （g·kg-1）

全氮

Total nitrogen
（g·kg-1）

铵态氮

Ammonium 
nitrogen
（mg·kg-1）

硝态氮

Nitrate nitrogen
（mg·kg-1）

碳氮比

Carbon nitrogen
ratio

有效磷

Available
phosphorus
（mg·kg-1）

土层

Soil layer （cm）

0~10

10~20

0~10

10~20

0~10

10~20

0~10

10~20

0~10

10~20

0~10

10~20

年限

Year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处理 Treatment

CK

33. 14±1. 63b

37. 92±1. 62c

34. 26±1. 04c

30. 16±1. 40b

30. 45±0. 68b

30. 19±0. 21c

2. 76±0. 12b

3. 43±0. 26b

3. 17±0. 24b

2. 40±0. 18b

3. 03±0. 20b

2. 69±0. 20b

18. 33±0. 83b

35. 05±3. 67b

26. 13±1. 20c

16. 71±1. 50b

22. 17±1. 31b

14. 64±2. 11b

7. 57±1. 56b

4. 97±0. 70b

8. 96±1. 72c

7. 18±1. 08b

4. 94±0. 79c

11. 09±2. 99ab

12. 02±0. 49b

12. 02±1. 38b

10. 85±0. 57b

12. 68±1. 38a

10. 08±0. 47a

11. 28±0. 80ab

2. 68±0. 24b

3. 02±0. 24b

1. 57±0. 17b

1. 79±0. 13c

1. 89±0. 36b

1. 49±0. 03b

C

57. 43±5. 43a

63. 54±2. 55a

56. 78±0. 43a

36. 60±0. 87a

36. 61±0. 70a

43. 35±4. 12a

3. 67±0. 12a

4. 84±0. 17a

3. 71±0. 17a

2. 89±0. 15a

4. 00±0. 30a

3. 17±0. 12ab

11. 74±0. 09c

70. 37±6. 75a

48. 35±2. 37a

9. 65±0. 43c

34. 56±2. 70a

36. 06±2. 54a

21. 62±1. 25a

5. 77±1. 08b

31. 70±5. 22a

13. 29±1. 11a

8. 01±1. 31b

13. 79±1. 11a

15. 63±1. 35a

13. 13±0. 58a

15. 34±0. 58a

12. 73±0. 89a

9. 22±0. 82a

13. 67±1. 00a

4. 10±0. 41a

4. 37±0. 07a

3. 31±0. 10a

3. 12±0. 24a

2. 72±0. 12ab

2. 37±0. 23a

N

37. 73±0. 33b

38. 47±1. 62c

37. 14±1. 25c

32. 99±2. 21ab

35. 09±3. 32ab

35. 76±0. 86b

3. 14±0. 25ab

3. 72±0. 60b

3. 85±0. 46a

2. 81±0. 19a

3. 58±0. 31ab

3. 28±0. 11ab

18. 12±1. 47b

78. 83±7. 78a

48. 83±9. 53a

11. 38±1. 45c

36. 50±4. 26a

34. 24±1. 44a

18. 50±1. 59a

9. 57±1. 45a

26. 57±1. 45a

4. 72±0. 46c

11. 16±0. 57a

10. 16±0. 37ab

12. 09±0. 94ab

10. 36±1. 10c

9. 29±1. 01c

11. 80±1. 16a

9. 81±0. 81a

10. 03±0. 68b

2. 62±0. 41b

3. 10±0. 21b

3. 00±0. 11a

2. 24±0. 19b

2. 04±0. 05b

2. 14±0. 05a

M

39. 56±4. 49b

40. 44±1. 05b

43. 73±0. 87b

34. 17±1. 91ab

32. 95±0. 55ab

37. 49±1. 10ab

3. 67±0. 27a

3. 64±0. 02b

3. 84±0. 30a

2. 78±0. 19a

3. 51±0. 71ab

3. 33±0. 27a

23. 13±2. 22a

43. 15±1. 73b

28. 39±2. 31b

23. 96±1. 31a

16. 42±2. 04b

9. 27±0. 93b

6. 47±0. 47b

7. 51±0. 33ab

18. 25±4. 49b

7. 95±0. 79b

9. 09±0. 56b

9. 90±2. 19b

10. 85±1. 42b

11. 11±0. 31b

11. 08±0. 77b

12. 33±0. 68a

9. 70±1. 59a

11. 34±0. 92ab

2. 91±0. 36b

3. 27±0. 95b

3. 16±0. 10a

2. 83±0. 24a

3. 08±0. 35a

2. 24±0. 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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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修复材料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差别较大。在表层土壤（0~10 cm）中，C 和 M 处理显著提高了

真菌/细菌（表 6），但在 C 处理作用下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却显著降低（P<0. 05）。基于 Bray-Curtis 距离

的微生物群落结构主成分分析表明，对于 0~10 cm 土层，主成分轴 PC1 和 PC2 共解释 82. 78% 群落多样性差异

表 5　不同修复材料类型、施用年限、土层深度及其相互作用对退化高寒草地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Table 5　 Effects of restoration material type， application year， soil layer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on soil microorganisms in 
degraded alpine grassland

固定效应

Fixed effect

材料 Material

年限 Year

土层 Soil layer

材料×年限 M×Y

材料×土层 M×S

年限×土层 Y×S

材料×年限×土层 M×Y×S

生物量 Biomass

微生物 Microbial

27. 18***

32. 00***

143. 02***

12. 73***

6. 73***

4. 28*

2. 62*

细菌 Bacterial

67. 39***

33. 10***

297. 89***

6. 72***

7. 98***

0. 77

3. 15*

真菌 Fungal

19. 77***

2. 50

106. 11***

4. 88***

0. 84

0. 64

1. 19

真菌/细菌

Fungi/bacteria

9. 19***

7. 31**

10. 82**

3. 07*

0. 21

0. 69

0. 70

+/-

147. 99***

3. 51*

6. 91*

17. 26***

9. 72***

0. 06

1. 01

+/-： 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 Gram-positive bacteria/gram-negative bacteria； 下同 The same below.

图 3　不同处理下 0~20 cm 土层微生物总量、细菌生物量和真菌生物量的变化

Fig. 3　Variations of microbial biomass， bacterial biomass and fungal biomass at different treatments of 0-20 cm soil layers

139



Vol. 34，No. 8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2025）

（图 4A）；对于 10~20 cm 土层，两轴则共解释 86. 35% 的微生物变化（图 4B）。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微生物群落

多样性的分散程度加剧，且在表层土壤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 0~10 cm 土层，修复材料作用下外生菌根真菌、甲

烷氧化细菌和腐生真菌的相对含量高于 CK，而在 CK 处理中革兰氏阴性菌、放线菌和革兰氏阳性菌的相对含量

较高。

2. 4　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Mantel 分析结果表明，与其他处理相比，C 处理作用下不仅大多数土壤环境因子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还促

进了真菌、放线菌和革兰氏阳性菌与大多数环境因子的显著互作关系，特别是真菌（图 5）。相反，M 处理则导致

土壤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变弱。通过 Procrustes 分析发现，M 处理降低了土壤环境因子和微生物群落的相关性

（M2=0. 91），而 C 处理则促进了土壤环境因子与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协同性（M2=0. 38）（图 6）。RDA 结果表明，

表 6　不同修复材料对土壤微生物特性的影响

Table 6　Effects of different restoration materials on soil microbial characteristics

参数

Parameter

真菌/细菌

Fungi/bacteria

+/-

土层

Soil layer （cm）

0~10

10~20

0~10

10~20

年限

Year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处理 Treatment

CK

0. 18±0. 02b

0. 20±0. 01b

0. 17±0. 01b

0. 20±0. 01a

0. 22±0. 04a

0. 16±0. 02b

1. 44±0. 06a

1. 55±0. 03a

1. 29±0. 04a

1. 12±0. 22b

1. 22±0. 04a

1. 11±0. 07a

C

0. 22±0. 01a

0. 25±0. 01a

0. 21±0. 01a

0. 21±0. 06a

0. 21±0. 03ab

0. 16±0. 01b

1. 37±0. 02b

1. 41±0. 08b

1. 13±0. 01b

1. 24±0. 05a

1. 23±0. 05a

1. 12±0. 04a

N

0. 21±0. 01a

0. 20±0. 01b

0. 19±0. 01b

0. 17±0. 01a

0. 17±0. 04b

0. 16±0. 03b

1. 36±0. 05b

1. 40±0. 10b

1. 28±0. 02a

1. 17±0. 01b

1. 20±0. 01a

1. 15±0. 03a

M

0. 24±0. 01a

0. 25±0. 03a

0. 27±0. 04a

0. 19±0. 02a

0. 27±0. 01a

0. 24±0. 07a

1. 51±0. 05a

1. 47±0. 04a

1. 34±0. 02a

1. 24±0. 19a

1. 14±0. 04b

1. 12±0. 14a

图 4　不同处理下 0~20 cm 土层土壤微生物群落主成分分析

Fig. 4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at 0-20 cm soil layers
A： 0~10 cm 土 层 0-10 cm soil layer； B： 10~20 cm 土 层 10-20 cm soil layer； Gn： 革 兰 氏 阴 性 菌 Gram-negative bacteria； Ab： 放 线 菌

Actinobacteria； Gp： 革兰氏阳性菌 Gram-positive bacteria； Sf： 腐生真菌 Saprotrophic fungi； Ef： 外生菌根真菌 Ectomycorrhizal fungi； Mb： 甲烷氧化

细菌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An： 厌氧细菌 Anaerobic bacteria； Am： 丛枝菌根真菌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下同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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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因子对土壤微生物群落解释量在 0~10 cm 土层达到 52. 29%（图 7A）、10~20 cm 土层达到 50. 04%（图

7B）。0~10 cm 土层中，土壤铵态氮、pH 值和全氮是与第一轴关系较密切的因素，土壤硝态氮是与第二轴关系最

密切的因素，而在 10~20 cm 土层中，土壤有机碳、电导率和有效磷与第一轴关系较为密切，土壤含水量则与第二

轴关系最密切。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C 处理中微生物对环境因子的敏感度增加。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全氮、土

壤 pH、有机碳和硝态氮分别解释了 0~10 cm 土层 23. 56%、20. 77%、15. 43% 和 14. 94% 的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

化（图 7C），而土壤 pH、有效磷、全氮和土壤含水量则分别解释了 10~20 cm 土层 30. 11%、16. 25%、12. 53% 和

11. 26% 的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图 7D）。由此可见，全氮、土壤 pH、有机碳和硝态氮是影响表层土壤（0~10 
cm）微生物群落结构的主要因素，而土壤 pH、有效磷、全氮和土壤含水量则对深层土壤（10~20 cm）的微生物群落

结构影响较大。

3　讨论

3. 1　退化高寒草地地上生物量对修复材料施用的响应

草地地上生物量是衡量草地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不仅决定草地生产力，也反映草地的退化程度［31］。

本研究结果表明，添加不同修复材料对地上植被生物量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图 2）。谢开云等［32］研究发现，

氮肥是限制牧草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氮肥的施用能够有效提高牧草的产量。本研究中施用氮肥可以提高退化

草地生物量，这与田福平等［33］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是，与氮肥相比，生物炭及微生物菌剂的施用对地上植被生物

量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图 2）。这可能是因为生物炭和微生物菌剂更有效地促进了土壤有机质的合成，提高了

土壤中可利用的速效养分含量（表 4），这些积极的影响都有利于植物生长，从而导致草地地上生物量的显著增

图 5　不同处理下土壤环境因子与微生物群落的曼特尔分析

Fig. 5　Mantel analysis of soil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nd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TOC： 有机碳 Total organic carbon； TN： 全氮 Total nitrogen； EC： 电导率 Electric conductivity； SWC： 土壤含水量 Soil water content； AN： 铵态氮

Ammonium nitrogen； NN： 硝态氮 Nitrate nitrogen； AP： 有效磷 Available phosphorus； Gram-positive： 革兰氏阳性菌 Gram-positive bacteria； Gram-

negative： 革兰氏阴性菌 Gram-negative bacteria； Actinomyces： 放线菌； Fungi： 真菌； 下同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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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微生物菌剂的添加一方面能够通过提高微生物的活性来促进土壤中难溶性营养物质加速溶解供植物吸收利

用［34］。另一方面施用微生物菌剂还可以改善土壤结构，促进植株根系生长，从而提高植株的生长能力［35］。而施用

生物炭也能够促进土壤中难溶性营养元素的活化，增加土壤中有效养分的含量［36］。此外，有研究表明生物炭的施

用有利于植物光合色素的合成，增强其物质转化和养分吸收能力，促进其根、茎、叶的生长及生物量的积累［37］。本

研究发现，增施生物炭和微生物菌剂还有效改善了退化草地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结构（图 4 和表 6），有益微生物的

增加更有利于植被的生长。

3. 2　退化高寒草地土壤理化性质对修复材料施用的响应

在生物炭制备过程中，由于其本身含有的矿物元素所形成的碳酸盐，使得生物炭一般呈碱性［38］。但在本研究

中，随着生物炭在土壤中停留时间的增加，土壤 pH 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表 3），这表明生物炭的施用并不会引

起土壤 pH 的持续增加。本研究表明，微生物菌剂对土壤 pH 也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其原因可能是微生物菌剂

添加到土壤后引起的脱羧作用和有机碳矿化过程，所释放的 OH-以及消化 H+的质子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土壤

pH［39］。退化草地土壤含水量在各修复材料的作用下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原因可能是生物炭对土壤物理结构的改

变会增强土壤的保水能力，而在微生物菌剂和氮肥的作用下，植被根系生物量积累得到促进，提高了植被对水分

的固持能力，从而有效增加了土壤含水量，该结论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40-41］。

土壤碳、氮、磷含量是衡量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对促进植物生长发育和微生物代谢活动有着重要作用。本

试验结果表明，3 种修复材料都可以增加退化草地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其中生物炭对土壤碳氮的提升效果最

为明显，其次为微生物菌剂（表 4）。生物炭在制备过程中其本身就含有大量的惰性有机碳和小部分易变有机碳

以及丰富的氮素［42-43］。因此，添加生物炭后其本身所携带的有机碳和氮素就会直接补充到土壤中，进而提高土壤

碳氮含量。此外，生物炭还具有较高的阳离子交换能力和较大的比表面积等特性［44］，这使得生物炭对土壤有机分

图 6　不同处理下土壤环境因子与微生物群落的普鲁克分析

Fig. 6　Procrustes analysis of soil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nd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M2： 偏差平方和 The sum of the squared dev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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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通过对吸附在生物炭表面的有机小分子进行催化，促进其聚合形成有机质，进而有效增

加土壤中的碳氮含量［45］。微生物菌剂中的有益微生物不仅可以产生营养物质提升土壤肥力，还可以改善土壤透

气性和团粒结构，增强土壤的物理性质并减少土壤颗粒的损失，进而增加土壤碳氮含量［46］。研究发现，微生物菌

剂施加到土壤后，其中的有益微生物可以产生糖类物质，这些糖类物质可以以矿物为胚体，与植物黏液等结合在

一起，促进土壤团聚体的形成［47］。此外，微生物菌剂进入土壤后可以增加土壤酶的活性，加速土壤中难溶物质的

分解，促进土壤中养分的积累［48］。本研究发现氮肥的施用仅对试验第 3 年的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有显著影响，

说明氮肥对退化高寒草地土壤碳氮的影响有限。土壤碳氮比是衡量土壤有机质组成和质量的重要指标［49］，其比

值的变化可以影响土壤有机质矿化速率和微生物的活性［50］。本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修复材料，生物炭的施用显

著增加了表层土壤的碳氮比（表 4），但其土壤中的氮素并未亏缺，反而使土壤有机碳得到了更为有效的补充，从

而促进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改善（图 4 和表 6）。此外，生物炭和微生物菌剂的施用更有助于土壤有效磷的积

累（表 4），这可能是因为生物炭对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进而导致土壤有效磷含量的增加［51-52］，而微生物菌剂则是

通过解磷作用促进土壤中难溶性或不溶性磷的溶解，提高土壤中有效磷的含量［53］。氮肥作为速效养分，极易在短

时间内被对氮素需求强烈的禾草植物吸收利用，从而使其生物量增加［54］，但是由于退化高寒草地土壤结构的破坏

增加了氮肥淋失的风险［55］。本研究的结果与其一致，施用氮肥对土壤碳、氮、磷含量的提升效果有限，对退化高寒

草地土壤养分的改善作用较小。

在本研究中，施用生物炭或微生物菌剂不仅增加了土壤有效氮（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还改变了有效氮的组

分，使其呈截然不同的变化趋势（表 4）。Tan 等［56］通过对生物炭可提取氮素分析发现，生物炭本身有效氮素多以

硝态氮形式存在，所以当生物炭进入土壤后硝态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快速补充。有研究表明，较高的土壤含

图 7　不同处理下土壤环境因子与微生物群落的冗余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

Fig. 7　 Redundancy analysis and variation partitioning analysis of soil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nd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A， C： 0~10 cm 土层 0-10 cm soil layer； B， D： 10~20 cm 土层 10-20 cm soil layer； A、B 中红色实线为环境因子，蓝色虚线为指示微生物 The red 
solid line in A and B represents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nd the blue dashed line represents indicator microorg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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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会造成土壤缺氧现象，加之较高的土壤 pH，这些都会抑制硝化作用，进而增加铵态氮的积累［57］。因此，在试

验的第 2 年，在较高的土壤 pH 和含水量双重作用下抑制了土壤硝化作用，导致铵态氮含量的增加，而在第 3 年，随

着土壤 pH 和含水量的下降，硝化作用得到促进使得铵态氮含量下降。

3. 3　退化高寒草地土壤微生物对修复材料施用的响应

微生物群落结构是影响土壤生产力及功能稳定性的关键因素［58］。本研究中，各种修复材料对退化草地土壤

微生物总量、细菌和真菌含量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效应（图 3），其中生物炭和微生物菌剂的作用更为突出。随着

处理时间的延长，修复材料对土壤微生物含量的影响也愈发显著。生物炭输入土壤后可以有效改善土壤容重、

pH 和含水量等理化性状，加之自身的多孔结构为微生物提供了适宜的生长和繁殖场所［59］。此外，生物炭所吸附

的营养物质还为微生物的生长代谢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基质［60］。微生物菌剂进入土壤后不仅可以大量繁殖形成优

势菌［53］，还可以通过所形成的优势菌促进土壤有机质的分解，为其他微生物的生长代谢提供营养［61］。氮肥的施用

会快速增加土壤中的氮素含量，进而促进微生物的生长活动［62］。

本试验结果显示，相较于细菌，增施生物炭和微生物菌剂更有利于促进真菌的增加（表 6）。研究认为，土壤

真菌含量高，说明土壤稳定性较好，有利于土壤微生态平衡，从而缓解土壤退化带来的负面影响［63-64］。此外，在生

物炭和微生物菌剂的作用下还促进了退化高寒草地土壤中外生菌根真菌和腐生真菌的生长（图 4）。外生菌根真

菌主要生长在植物幼根表面，其菌丝对土壤颗粒的黏结作用可以改善植被根系对矿质元素的吸收情况，提高植物

抗病性以及对恶劣环境的耐受性［28］。腐生真菌的增加可以加快土壤中凋落物和死根的分解，促进生态系统正常

的物质循环和养分平衡，并加速植物根系对营养物质的吸收［65］。而放线菌则被认为在营养贫乏的土壤中代谢丰

富［66］。这表明生物炭和微生物菌剂有效改善了青藏高原退化草地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结构，有利于加速退化高寒

草地的修复。在 Procrustes 分析中，M2的值越小说明土壤环境与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协同性越好［67］。在本试

验中，生物炭处理的 M2最小（图 6）。氮肥作为最直接的养分物质，当被输入土壤后可以直接为微生物生长提供养

分［62］。因此，对环境变化相对敏感的微生物会因氮肥的施用而得到快速繁殖［68］。与氮肥类似，微生物菌剂可以促

进土壤中优势菌的快速形成［53］，对微生物群落结构的改变更为迅速，这导致在微生物菌剂和氮肥作用下退化草地

土壤理化性质与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不同步变化。与氮肥和微生物菌剂不同，生物炭独特的结构不仅可以吸附

营养物质供微生物生长，同时也为微生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69-70］。因此，在生物炭的作用下，土壤

理化性质与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表现出较强的协同性，这也使得生物炭对退化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具有更大的

改善潜力。本研究重点探讨了单一修复材料的修复效果，未来将尝试多种修复材料的混合施用，以进一步提高材

料的修复性能，为退化高寒草地修复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4　结论

施用修复材料对退化高寒草地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结构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不仅增加了退化草地

植被生物量，提高了退化草地土壤含水量和养分含量，还显著增加了土壤微生物总量、真菌和细菌含量，有效改善

了微生物群落结构。相比微生物菌剂和氮肥，生物炭在改善退化高寒草地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结构方面

的作用更为突出。此外，生物炭还显著促进了微生物与大多数土壤环境因子的互作关系，增强了土壤环境与微生

物群落结构变化的协同性。综上，生物炭在退化高寒草地土壤修复中具有更大的应用潜力，对维持青藏高原退化

草地土壤生态系统稳定具有更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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